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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重建对露天煤矿排土场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张　 鹏１， ∗，赵　 洋１，黄　 磊１，胡宜刚１，韩　 旭２

１ 中国科学院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沙坡头沙漠试验研究站，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 甘肃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植被重建是露天煤矿排土场生态恢复的关键措施，深入了解植被建设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对于合理选择适宜于矿区生

态恢复的人工植被和加速矿区土壤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分析，研究了黑岱沟露天煤矿排土场植

被重建和恢复对浅层（０—２０ ｃｍ）土壤酶活性（包括 ３ 种氧化还原酶：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脱氢酶，４ 种水解酶：蔗糖酶、脲
酶、磷酸酶、纤维素酶）的影响。 结果表明：相比未进行植被建设的新排土场裸地，植被重建显著改善了土壤酶活性和理化性

质，建植 １８ 年后土壤酶活性可恢复到天然植被区的 ６５％—７６％，水解酶恢复速率（平均为 ８６．９％）快于氧化还原酶（平均为

４２．７％），其中土壤磷酸酶恢复速率最快（平均为天然植被区的 １５４．７％），其次为蔗糖酶（７４．３％）、纤维素酶（５９．９％）、脲酶

（５８．５％）、过氧化氢酶（５２．１％）和脱氢酶（３８．１％），多酚氧化酶恢复最慢（为 ３７．８％）。 植被恢复进程中，建植 １０ 年期土壤酶活

性年均恢复速率最快（平均为 ６．０％ ／ ａ），１５ 年变缓（４．８％ ／ ａ），１８ 年迅速降低（３．２％ ／ ａ）。 同时植被配置类型对土壤酶活性影响

显著，土壤酶活性与土壤主要理化因子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上述结果反映了植被重建能显著改善矿区排土场的土壤酶活性，植
被恢复进程中水解酶恢复速率快于氧化还原酶，恢复初期快于后期，但土壤酶活性的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排土场；植被重建；植被演替；土壤肥力；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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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在为

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破坏大量土地并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据统计，目前煤

矿开采造成年增沉陷地面积约 ２．７—４．２ 万 ｈｍ２；年增煤矸石约 ３ 亿 ｔ，总占地达 ４ 万 ｈｍ２，而传统的土地复垦率

尚不到 ２０％［１］。 我国超过 ７０％的煤炭产自西部，露天开采需要剥离上覆岩土层，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更加严

重，露天开采每万吨煤，破坏土地面积 ０．２２ ｈｍ２，其中直接挖掘破坏土地面积 ０．１２ ｈｍ２，外排土场占用 ０．１０
ｈｍ２，土地复垦率仅有 ２％。 露天开采对土壤结构与肥力破坏性强，造成排土场水土流失严重、渗透性差、土壤

贫瘠、生态修复难度大，排土场植被重建和土壤生境恢复是一项艰巨而又亟待解决的难题［２⁃３］。
人工植被建设是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途径，也是最有效的恢复方法之一。 国内外大量以植被建设为

主的生态恢复实践和研究表明，受损系统土壤生境的恢复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如何恢复受损的土壤系统，
促进生态系统功能的提高，是生态恢复的前沿难点问题，土壤生境的恢复是生态系统全面恢复的根本［４⁃８］。
土壤酶是高分子有机物催化分解的一类具有蛋白性质的生物催化剂，主要来源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植物根

系分泌物和腐解的动植物残体，参与土壤中各种有机质的分解、合成、转化及与无机物质的氧化还原等过程，
其活性与土壤理化特性、微生物及土壤类型等关系密切，可以很好地指示土壤有机物分解、元素循环和微生物

养分需求等土壤生态系统的变化，是评价土壤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９⁃１１］。 近年来，有关煤矿区复垦适生先锋

植物种的选育、土壤改良及生物复垦技术等生态恢复实践工作和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也有部分人工植被因

为植物种类单一、抗逆性差，仅表现出生态治理的短期行为；尤其在一些干旱缺水的地区，露天开采造成的扰

动和破坏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变得更为严重，矿区人工植被恢复的长期生态效应仍不明显［１，１２⁃１３］。 本研究

以黑岱沟露天煤矿排土场人工植被恢复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植被重建及恢复过程中土壤酶活性的演变过程，
探讨土壤酶活性在评价煤矿区人工植被恢复过程中的生态意义，为黄土高原露天煤矿生态脆弱区植被恢复与

生态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黑岱沟露天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部，矿区地貌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面积

约 ５２．１１ ｋｍ２（３９°４３′—３９°４９′ Ｎ， １１１°１３′—１１１°２０′ Ｅ），海拔 １０２５—１３０２ ｍ。 该区气候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

性气候，年均温 ７．２ ℃，≥１０ ℃年积温 ３３５０ ℃。 年均降水量 ４０１．６ ｍｍ，集中在 ７—９ 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６０—７０％。 年蒸发量为 １８２４．７—２８９６．１ ｍｍ。 地带性土壤为以砒沙岩为母岩的栗褐土，矿区土壤主要为黄绵

土，土质疏松，抗冲蚀性差，微碱性，肥力低下［１４］。
矿区内地带性植被属暖温型草原带，植被稀疏低矮，盖度一般在 ３０％以下。 人工林以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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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油松 （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小叶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锦鸡儿 （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ｍｉ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等植物为主；荒坡主要为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本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白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沙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狗尾草 （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披针叶黄华 （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等组成的处于不同恢复阶段的草本植物群落［２］。
１．２　 野外调查与样品采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黑岱沟露天煤矿北排土场（１９９５ 年建植）选择 ４ 种植被配置类型，即“草本”、“乔木”、“乔⁃
草”、“乔＋灌＋草”；在东排土场（１９９８ 年建植）、西排土场（２００３ 年建植）选择常见的“乔＋灌＋草”配置类型；同
时选择内排土场裸地（２０１０ 年排土，未进行植被建设）、相邻的撂荒地（１９９８ 年撂荒）和天然植被区进行植被

调查和取样（各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１）。 在每样地随机设置 ３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大样方用于木本植物的调查，
同时在每个大样方内再随机设置 ３ 个 １ ｍ × １ ｍ 的小样方用于草本植物的调查。 在各样地大样方内按 Ｓ 型

选取 ６ 点，每点用土钻采集 ０—２０ ｃｍ 土壤，３ 次重复。 各样方多点采集土样混匀后带回实验室经处理后用于

土壤理化指标和土壤酶活性的测定。

表 １　 样地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样地 ／ 代码
Ｐｌｏｔｓ ／ Ｃｏｄｅ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建植年代 ／ ａ
Ｙｅａｒ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建植年龄 ／ ａ
Ａｇｅ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主要人工植被 ／ 天然植被
Ｍａ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内排土场 ／ ＢＬ
Ｉｎｎｅｒ ｄｕｍｐ 裸地 — — 沙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ｅｓｅｒｔｏｒｕｍ、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赖 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西排土场 ／ ＡＳＨ１０
Ｗｅｓｔ ｄｕｍｐ 乔木＋灌木＋草本 ２００３ １０

毛白杨＋小叶锦鸡儿＋白羊草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东排土场 ／ ＡＳＨ１５
Ｅａｓｔ ｄｕｍｐ 乔木＋灌木＋草本 １９９８ １５

毛白杨＋柠条＋白羊草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北排土场 ／ ＡＳＨ１８
Ｎｏｒｔｈ ｄｕｍｐ 乔木＋灌木＋草本 １９９５ １８

毛白杨＋沙棘＋白羊草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北排土场 ／ ＡＨ１８
Ｎｏｒｔｈ ｄｕｍｐ 乔木＋草本 １９９５ １８ 毛白杨＋白羊草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北排土场 Ａ１８
Ｎｏｒｔｈ ｄｕｍｐ 乔木 １９９５ １８ 毛白杨＋油松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北排土场 Ｈ１８
Ｎｏｒｔｈ ｄｕｍｐ 草本 １９９５ １８ 白羊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撂荒地 ／ ＡＬ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草本 １９９８ 撂荒 １５

山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 狗 尾 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赖 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 本 氏 针 茅 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 白 羊 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天然植被区 ／ ＮＶ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草本

茭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本氏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白羊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牛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苦豆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１．３　 测定方法

土壤有机质（ＳＯＭ）、铵态氮（ＮＨ＋
４ ⁃Ｎ）、硝态氮（ＮＯ－

３ ⁃Ｎ）、速效磷（ＡＰ）、速效钾（ＡＫ）、电导率（Ｃ）、ｐＨ 值采

用常规方法测定［１５］，不同植被类型及恢复阶段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２。
过氧氢化酶（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ＣＡＴ）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多酚氧化酶（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ＯＬ）采用邻苯

三酚比色法测定，脱氢酶（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ＤＥＨ）采用 ＴＴＣ 分光光度法测定，蔗糖酶（Ｓｕｃｒａｓｅ， ＳＵＣ）采用 ３，５⁃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脲酶（Ｕｒｅａｓｅ， ＵＲＥ）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比色法测定，磷酸酶（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ＰＨＯ）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纤维素酶（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ＣＥＬ）采用 ３，５⁃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９，１６］。

３　 ９ 期 　 　 　 张鹏　 等：植被重建对露天煤矿排土场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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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植被类型及恢复阶段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样地代码
Ｓｉｔｅ ｃｏｄｅ

土壤有机质
ＳＯＭ ／
（ｇ ／ ｋｇ）

铵态氮

ＮＨ＋
４ ⁃Ｎ ／

（ｍｇ ／ ｋｇ）

硝态氮

ＮＯ－
３ ⁃Ｎ ／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
（ｍｇ ／ ｋｇ）

电导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μｓ ／ ｃｍ）

ｐＨ

ＢＬ ３．９±０．３４ｄ ６．７±０．１１ｈ ４．７±０．０８ｅ ６．７±０．０９ｄ ７７．４±１．０６ｄｅ ０．６４±０．００１ｂ ７．９７±０．０２

ＡＳＨ１０ ４．４±０．０６ｄ ７．６±０．０８ｇ ５．０±０．４２ｅ ７．４±０．１３ｄ ８２．９±１．５０ｆ ０．７１±０．００３ａ ８．９１±０．０２ａ

ＡＳＨ１５ ５．３±０．１８ｃ １０．４±０．０８ｄ ６．９±０．０５ｂｃ ６．８±０．０４ｂ ８２．２±０．５２ｅ ０．５４±０．００１ｆ ８．６８±０．１０ｂ

ＡＳＨ１８ ５．８±０．０４ｂ １３．２±０．０７ｂ ８．８±０．０５ａ １０．０±０．０７ａ １１８．２±１．８４ａ ０．６２±０．００６ｃ ７．６７±０．０３ｅ

ＡＨ１８ ５．６±０．１４ｂｃ １０．５±０．０９ｃｄ ７．０±０．０６ｂ ８．８±０．１０ｃ ９８．０±１．１３ｃ ０．５８±０．００３ｅ ８．１２±０．０６ｄ

Ａ１８ ５．３±０．１１ｃ ９．７±０．２０ｅ ６．５±０．１４ｃ ９．５±０．１０ｂ １０５．２±０．７２ｂ ０．５７±０．００３ｅ ７．７９±０．０５ｅ

Ｈ１８ ３．９±０．２６ｄ ８．５±０．０７ｆ ５．６±０．０４ｄ ９．５±０．１０ｂ １０７．２±０．４８ｂ ０．６０±０．００１ｄ ７．７３±０．０３ｅ

ＡＬ ６．８±０．１３ａ １３．７±０．０６ａ ９．１±０．０４ａ ７．６±０．０８ｄ ８６．０±０．８６ｄ ０．５８±０．００３ｅ ８．１７±０．０１ｄ

ＮＶ ６．４±０．０６ａ １０．７±０．０７ｃ ７．１±０．０５ｂ ７．７±０．１２ｄ ８４．４±１．３０ｄｅ ０．５４±０．０１０ｆ ８．４４±０．０３ｆ

　 　 ＢＬ 指新排土场未进行植被建设的裸地；ＡＳＨ１０ 指建植 １０ 年的乔＋灌＋草型植被；ＡＳＨ１５ 指建植 １５ 年的乔＋灌＋草型植被；ＡＳＨ１８ 指建植 １８

年的乔＋灌＋草型植被；ＡＨ１８ 指建植 １８ 年的乔＋草型植被；Ａ１８ 指建植 １８ 年的乔木型植被；Ｈ１８ 指建植 １８ 年的草本型植被；ＡＬ 指撂荒 １５ 年的撂

荒地；ＮＶ 指天然植被；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样地土壤理化指标具有差异显著性（Ｐ ＜ ０．０５）

１．４　 土壤酶恢复速率综合评价

采用土壤酶恢复速率［１１］来评价植被重建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ＡＲ － ＡＤ）
（ＡＮ － ＡＤ）

× １００ （１）

式中，ＲＲ ｅｃｏｖｅｒｙ指植被恢复区土壤酶相对天然植被区土壤酶活性的恢复速率，Ａ 指土壤酶活性，下标 Ｒ 指植被恢

复区，Ｄ 指未进行植被建设的新排土场，Ｎ 指天然植被区。
为评价植被重建后不同恢复阶段土壤酶活性的年均恢复速率，选择不同年份建植的同一人工植被类型

（乔＋灌＋草）来计算各恢复阶段的土壤酶年均恢复速率［１１］计算公式如下：

ＲＳｔａｇｅ ＝
（Ａｅｎｄ － Ａｓｔａｒｔ）
（ＡＮ － ＡＤ）

× １００ ／ ｙｅａｒｓ （２）

式中，ＲＳｔａｇｅ指不同恢复阶段土壤酶恢复速率（用％ ／ ａ 表示），Ａｓｔａｒｔ和 Ａｅｎｄ指植被建设开始（用新排土场未进行植

被建设的裸地代替）和结束时的土壤酶活性，ｙｅａｒｓ 指植被重建后恢复年份。
１．５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中的最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分析不同植被类型、恢复阶段土壤

酶活性的差异显著性；用二元变量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土壤酶活性与土壤理化因子的相关性。 所有统计分析

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下完成。 数据整理、计算与作图均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植被类型、恢复阶段土壤酶活性的变化

方差分析显示 ７ 种土壤酶活性在 ９ 个样地间具有较高的差异显著性（图 １）。 除磷酸酶外，其余 ６ 种土壤

酶活性都表现为撂荒地和天然植被区显著高于人工植被区，未进行植被建设的裸地最低，差异显著。 撂荒地

和天然植被区过氧化氢酶活性平均为 １３．５ （ｍＬ ／ ｇ， １ｈ），是人工植被区（取平均值）和裸地的 １．４ 和 １．６ 倍；多
酚氧化酶活性为 ７．２ （ｍｇ ／ ｋｇ， ２４ｈ），是人工植被和裸地的 １．５ 和 １．６ 倍；脱氢酶活性为 １１．９ （μｇ ／ ｇ， ２４ｈ），是
人工植被和裸地的 １．５ 倍；蔗糖酶活性为 ５９１．９ （ｍｇ ／ ｋｇ， ２４ｈ），是人工植被和裸地的 １．２ 和 １．８ 倍；脲酶活性平

均为 ３３．８ （ｍｇ ／ ｋｇ， ２４ｈ），分别是人工植被和裸地的 １．３ 和 １．５ 倍；磷酸酶活性人工植被最高，为 ３３．８ （ｍｇ ／ ｋｇ，
２４ｈ），分别是天然植被和裸地的 １．２ 倍和 ２．２ 倍；纤维素酶活性为 ２０．３ （ｍｇ ／ ｋｇ， ２４ｈ），是人工植被和裸地的

１．３和 １．７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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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植被类型及恢复阶段土壤酶活性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ａｇｅ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土壤酶活性在不同植被类型间具有差异显著性（Ｐ ＜ ０．０５），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

人工植被配置类型对土壤酶活性影响显著，建植 １８ 年人工植被区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表现为乔＋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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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１８、乔木型 Ａ１８＞草本型 Ｈ１８、乔＋灌＋草型 ＡＳ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５）；多酚氧化酶活性为 ＡＨ１８＞ Ａ１８＞
Ｈ１８、ＡＳ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脱氢酶活性为 ＡＨ１８＞Ａ１８、Ｈ１８＞ＡＳ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蔗糖酶活

性为 ＡＨ１８、Ａ１８＞Ｈ１８＞ＡＳ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脲酶活性表现为（ＡＨ１８）＞（Ａ１８）＞（Ｈ１８）＞（ＡＳＨ１８），差
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磷酸酶活性为 ＡＳＨ１８＞Ｈ１８＞Ａ１８＞Ａ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纤维素酶活性为 ＡＨ１８＞
Ａ１８＞Ｈ１８＞ＡＳＨ１８，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 （图 １）；

同一类型人工植被（乔＋灌＋草型，ＡＳＨ）不同恢复阶段（建植 １０ａ， １５ａ， １８ａ）各土壤酶活性表现各异，过氧

化氢酶活性差异不显著（Ｐ ＝ ０．０６１）；多酚氧化酶活性表现为 １５ａ＞１０ａ＞１８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脱氢酶活

性表现为 １０ａ＞１５ａ＞１８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蔗糖酶活性表现为 １５ａ＞１０ａ＞１８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脲酶

活性表现为 １５ａ＞１８ａ＞１０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磷酸酶活性表现为 １８ａ＞１５ａ、１０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纤
维素酶活性表现为 １５ａ＞１０ａ＞１８ａ，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０１） （图 １）。
２．２　 土壤酶活性与土壤理化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表明（表 ３），除磷酸酶外，土壤有机质与其余 ６ 种酶活性均显著正相关；铵态氮和硝态氮与过

氧化氢酶、蔗糖酶、脲酶、磷酸酶、纤维素酶均显著正相关；速效磷与多酚氧化酶显著负相关，与磷酸酶显著正

相关；速效钾与脱氢酶、多酚氧化酶显著负相关，与磷酸酶显著正相关；电导率与过氧化氢酶、蔗糖酶、脲酶均

显著负相关；ｐＨ 与脱氢酶、多酚氧化酶、纤维素酶显著正相关，与磷酸酶显著负相关。

表 ３　 土壤酶活性与理化因子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有机质
ＳＯＭ

铵态氮

ＮＨ＋
４ ⁃Ｎ

硝态氮

ＮＯ－
３ ⁃Ｎ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电导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Ｈ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０．７３９∗∗ ０．５２９∗∗ ０．５４３∗∗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４２６∗ ０．０５５

多酚氧化酶 ＰＯＬ ０．４５７∗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７６∗∗ －０．７４８∗∗ －０．２５４ ０．８４１∗∗

脱氢酶 ＤＥＨ ０．６９５∗∗ ０．３５９ ０．３７２ －０．３４４ －０．３９０∗ －０．３１０ ０．４７８∗

蔗糖酶 ＳＵＣ ０．６９５∗∗ ０．５２５∗∗ ０．５３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３ －０．６３６∗∗ ０．２８５

脲酶 ＵＲＥ ０．８３３∗∗ ０．６７７∗∗ ０．６７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４ －０．６３１∗∗ ０．１７９

磷酸酶 ＰＨＯ ０．２２２ ０．４９０∗∗ ０．４８９∗∗ ０．８６７∗∗ ０．９０２∗∗ －０．１９９ －０．６０５∗∗

纤维素酶 ＣＥＬ ０．７２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８∗ －０．３０１ －０．３１８ －０．４６４ ０．４７５∗

　 　 ∗表示 Ｐ ＜ ０．０５， ∗∗表示 Ｐ ＜ ０．０１

２．３　 土壤酶恢复速率评价

撂荒地（ＡＬ）多酚氧化酶和脱氢酶恢复速率达到天然植被的 ８０％以上，其余 ５ 种酶恢复速率均已超过天

然植被（＞１００％）（表 ４）。 人工植被区过氧化氢酶活性恢复速率在人工植被 ＡＨ１８、Ａ１８ 和 Ｈ１８ 下较快，分别

是天然植被区的 ７５．９％、６８．２％和 ４９．８％，其它植被配置下恢复速率均不到天然植被区的一半（ ＜５０％）；多酚

氧化酶恢复速率在 ＡＳＨ１５ 和 ＡＳＨ１０ 下最快，分别为 ９６．１％和 ７８．４％，在其它植被配置下均低于 ５０％；脱氢酶

恢复速率仅在 ＡＳＨ１０ 下超过 ５０％，为 ５７．８％，其余植被配置下均低于 ５０％；蔗糖酶恢复速率在 ６ 种人工植被

下均超过 ５０％，其中 ＡＳＨ１０ 最快，为 ９９．８％；脲酶恢复速率在 ＡＨ１８、ＡＳＨ１５ 和 Ａ１８ 较快，分别为 ７９．７％、７５．３％
和 ６４．４％；磷酸酶恢复速率在 ＡＳＨ１０ 和 ＡＳＨ１５ 下达到 ７０．７％和 ７７．３％，其它植被配置下均超过 １００％，在
ＡＳＨ１８ 和 Ｈ１８ 下恢复速率最快，是天然植被区的 ２５０．１％和 ２１１．１％；纤维素酶恢复速率在 ＡＳＨ１５、ＡＨ１８、
ＡＳＨ１０ 和 Ａ１８ 下较快，分别为 ８１．４％、６９．４％、６７．３％和 ５８．６％，其余植被下均低于 ５０％（表 ４）。

在人工植被“乔＋灌＋草”建植 １０ａ 的恢复进程中，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脱氢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年均

恢复速率最快，分别为 ４．６３％ ／ ａ、７．８７％ ／ ａ、５．８０％ ／ ａ 和 ６．７０％ ／ ａ；在建植 １５ａ 的恢复中，蔗糖酶和脲酶的恢复速

率最快，为 ６．７０％ ／ ａ 和 ５．０３％ ／ ａ；建植 １８ａ 的恢复中，磷酸酶恢复速率最快，为 １０．９０％ ／ ａ，其余 ６ 种酶活性恢复

速率在该阶段最慢，均显著低于 １０ａ 和 １５ａ 恢复阶段（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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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恢复速率 ／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ＡＳＨ１０ ＡＳＨ１５ ＡＳＨ１８ ＡＨ１８ Ａ１８ Ｈ１８ ＡＬ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４５．７±１６．８ｃ ２９．９±１０．５ｄ ４３．２±４．７ｃｄ ７５．９±１５．９ｂ ６８．２±５．１ｂ ４９．８±４．１ｃ １０３．０±２５．６ａ

多酚氧化酶 ＰＯＬ ７８．４±５．７ｂ ９６．１±１９．５ａ ６．５±８．５ｄ ２９．３±８．５ｃ １２．２±３．９ｄ ４．５±０．６ｄ ８０．１±１０．８ｂ

脱氢酶 ＤＥＨ ５７．８±６．０ｂ ３９．８±９．２ｃ ２２．２±３．８ｅ ４５．７± ３．７ｃ ３３．９±７．２ｄｃ ２９．２±６．１ｄ ８７．５±１４．１ａ

蔗糖酶 ＳＵＣ ５９．７±１０．３ｄｅ ９９．８±８．８ｂ ５１．４± ５．７ｅ ８３．９±９．３ｃ ８１．９±１０．４ｃ ６９．０±１０．６ｄ １１４．６±１７．３ａ

脲酶 ＵＲＥ ３８．０±６．３ｇ ７５．３±１２．９ｃ ４４．７±１０．５ｆ ７９．７± ５．６ｂ ６４．４±１０．１ｄ ４９．３±８．４ｅ １３０．６±１１．６ａ

磷酸酶 ＰＨＯ ７０．７± １１．７ｆ ７７．３± １１．６ｆ ２５０．１±１５．１ａ １４８．１±６．５ｄ １７０．９±１７．１ｃ ２１１．１±３２．８ｂ １２４．４±１４．７ｅ

纤维素酶 ＣＥＬ ６７．３±８．７ｃ ８１．４±１１．７ｂ ３５．４±５．２ｆ ６９．４±１３．１ｃ ５８．６±９．３ｄ ４７．４±１４．３ｅ １１４．０±１５．２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具有差异显著性（Ｐ ＜ ０．０５）

图 ２　 人工植被不同恢复阶段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在不同植被恢复阶段间具

有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３　 讨论

３．１　 植被配置类型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在植被恢复的生态实践中，有关植被配置类型对土

壤酶影响的研究在不同区域和受损生态系统中均有报

道，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植被建设会促进土壤酶活性

的恢复，但不同植被配置对不同酶类影响的报道差异较

大［１０⁃１１，１７⁃２３］。 由于土壤酶类对土壤理化性质及其他环

境因子的变化反应敏感，能够较早指示土壤肥力和生物

活性的变化，可将其作为反映土壤营养元素有效水平的

一项生物指标［１８］。 本研究中，９ 个样地间 ７ 个土壤理化

指标（表 ２）和 ７ 个土壤酶指标（图 １）差异明显，植被重

建显著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 总体而言，
相比未进行植被建设的新排土场裸地，人工植被建设显

著提高了 ７ 种土壤酶活性；但除磷酸酶外，人工植被重

建后即使经过 １８ 年的恢复，其他 ６ 种土壤酶活性都显著低于天然植被区，说明完全受损排土场土壤酶活性的

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般认为植被重建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土壤酶活性：首先，植被重建促进了

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改善土壤理化状况，为酶类提供丰富的碳源；其次，植被恢复促进了土壤中植物根系的聚

集，而根系代谢可释放大量酶类，从而提高土壤酶活性；最后，植被重建可影响土壤的团粒结构和通透性，改善

土壤水分的渗透和运移状况，进而促进酶类物质的运动和活性。 研究区排土场常见的 ４ 种人工植被配置类型

在建植 １８ 年后其土壤酶活性变化不尽相同。 其中 ６ 种土壤酶活性都表现为：乔－草型最高，其次为乔木型，再
次为草本型，乔－灌－草型最低；人工植被区显著高于裸地，但均显著低于撂荒地和天然植被区（图 １）。 矿区

排土场是煤炭开采中上层剥离物经一定的工艺和层次堆积填压而成，原有的土体结构和层次被完全破坏，肥
力较差，抗风蚀水蚀能力较低，且在堆排过程中经大型机械碾压，通透性较差，土壤酶活性低下。 人工植被建

设后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表 ２），同时影响一年生草本定居［２４］和生物土壤结皮的拓殖发育［２］，进而促进了土

壤酶活性的提高。
３．２　 土壤理化性质与土壤酶活性的关系

人工植被重建和恢复过程也是植物对土壤不断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不同的植物群落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

响不同，包括土壤酶在内的土壤性质的改变是植物改变的重要驱动力之一［２５］。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酶促底

物的主要供给源，土壤中有机物质的转化，几乎与所有的土壤酶活性有关［９］。 本研究中除磷酸酶外，其他 ６ 种

酶活性均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正相关。 土壤有效氮水平直接调控植物生理过程，同时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分

７　 ９ 期 　 　 　 张鹏　 等：植被重建对露天煤矿排土场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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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与土壤酶类关系密切［２６⁃２７］。 研究中除多酚氧化酶和脱氢酶外，过氧化氢酶、蔗糖酶、脲酶、磷酸酶与

硝态氮和铵态氮均显著正相关。 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仅与多酚氧化酶、脱氢酶和磷酸酶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这或许是植被重建后改善了土壤浅层的磷钾状况，如研究区所有人工植被区土壤速效磷、速效钾含量都接近

和超过了天然植被区水平，说明磷钾已不再是限制因子，其相关性降低［２１⁃２２］。 此外，电导率与土壤过氧化氢

酶、蔗糖酶和脲酶活性显著负相关；ｐＨ 值与多酚氧化酶、脱氢酶、纤维素酶活性显著正相关，与磷酸酶活性显

著负相关。 本研究中监测的 ７ 种酶活性与主要土壤养分因子相关性显著，说明土壤酶在植被重建恢复过程中

对于改善土壤质量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直接影响着土壤养分的循环和能量转化。 因此，在进行煤矿区

植被恢复的综合评价时，可将土壤酶作为评价土壤恢复效果的一个指示指标。
３．３　 植被重建恢复中的土壤酶恢复速率

由于缺少植被恢复中对土壤酶活性动态变化的长期监测，多数研究一般以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来评价恢

复过程中土壤酶的变化，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土壤酶活性均随植被恢复进程而提高，但其恢复速率在不同植

被类型下和恢复阶段具有较大差异［１８，２０⁃２３，２８］。 如在黄土丘陵人工刺槐林的研究显示，土壤蔗糖酶、纤维素酶、
脲酶、碱性磷酸酶、过氧化氢酶和淀粉酶都在建植 １０ ａ 后迅速提高，２０—２５ ａ 趋于平稳，此后略有下降，到 ５０
ａ 时达到最大值，可恢复到天然林的 ７０％左右［２２］。 对秦岭地区华北落叶松人工林的研究显示，浅层土壤（０—
２０ ｃｍ）磷酸酶、脲酶在建植 ５—２０ ａ 恢复缓慢，３０—４０ ａ 时最高；过氧化氢酶则在 ２０ ａ 时恢复最快，此后逐渐

降低；蔗糖酶在建植 ５ ａ 即达到最大值，１０ ａ 后迅速下降［２８］。 安太堡露天矿植被恢复区的研究显示，不同植被

配置对土壤酶恢复影响显著，且土壤酶活性都随恢复进程而提高［２０⁃２１］。 本研究中，７ 种土壤酶活性恢复速率

在不同植被配置类型和恢复阶段差异较大（表 ４），总体来看，人工植被区水解酶（蔗糖酶、脲酶、磷酸酶、纤维

素酶）恢复速率较快，平均可恢复到天然植被区的 ８６．９％，而氧化还原酶（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脱氢酶）
恢复速率较慢，是天然植被区的 ４２．７％。 这是因为人工植被建立后迅速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尤其是草本的

入侵生长和生物土壤结皮的拓殖发育为土壤提供了易分解的活性碳［２，２４］；同时，土壤孔隙结构和水分通气条

件得到改善，进而促进了土壤水解酶的恢复［１０，２９］。 但也有相反的变化趋势被证实，如在沙坡头地区人工固沙

植被区 ５０ ａ 恢复期土壤酶恢复的研究中则发现氧化还原酶恢复速率快于水解酶，研究认为偏碱性、低有机质

和底含水量的沙漠土及人工植被恢复过程中植被类型的变化和生物土壤结皮的发育是主导因素［１１］。 此外，
研究区相同类型人工植被不同恢复阶段土壤酶年均恢复速率差异较大（图 ２），建植 １０ ａ、１５ ａ 和 １８ ａ 乔－灌－
草人工植被下土壤氧化还原酶和水解酶年均恢复速率分别为 ３．７％ ／ ａ 和 ５．６％ ／ ａ；都表现为建植 １０ ａ 后年均

恢复速率最快，其次为 １５ ａ，建植 １８ ａ 最慢。 土壤酶恢复速率的变化与大部分研究一致，都显示为植被恢复

初期的土壤酶恢复速率较快，尔后变缓，此后逐渐提高［２０－ ２２， ２８］。 这与植被恢复的一般规律相符，在植被恢复

前期，植物生长较快，枯枝落叶和营养物质急剧增加，土壤酶活性迅速得到改善；此后随着植被恢复，乔灌生长

旺盛、群落郁闭度增大，光照强度降低，土壤水分消耗剧烈，水肥竞争加剧，下层草本生长受到强烈抑制，根系

微生物活性减弱，土壤酶活性变缓或下降；到恢复后期，在自然稀疏等因素的作用下，群落郁闭度降低，光照养

分得到 改 善， 草 本 多 样 性 提 高， 生 物 土 壤 结 皮 盖 度 增 大， 土 壤 代 谢 途 径 更 加 多 样， 土 壤 酶 活 性

增强［２０，２２⁃２４，２８，３ ０⁃３１］。

４　 结论

植被重建显著提高了露天煤矿排土场的土壤酶活性，但对于大部分土壤酶，１８ 年的时间不足以使土壤酶

活性恢复到天然植被区的水平，土壤酶活性的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土壤酶活性与土壤主要理化指标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可将土壤酶活性作为评价植被恢复效果的一个指示指标。 人工植被恢复进程中土壤水解酶

恢复速率快于氧化还原酶，恢复初期快于恢复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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